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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孙  卉  徐  洁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 ICT 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

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

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 ICT 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

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职场通讯压力, 信息通讯技术(ICT), 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 努力−恢复模型 

分类号  B849: C93 

1  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人们在工作中传递

信息和维持职场人际关系的方式也随之改变, 特

别是近些年日益普遍的新型办公形式, 如远程办

公和虚拟团队(Burton et al., 2021; Raghuram et al., 

2019), 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需要通过信息通讯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完成工作。2020 年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

更加快了这一趋势 (PoliteMail, 2020), 远程工作

正在成为一种长期战略(Makarius et al., 2021), 这

意味着员工通过 ICT 沟通将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 ICT 为媒介的工作场所互动对生

产力有一定的好处, 如提高了沟通效率(Mazmanian 

et al., 2013)以及员工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和控制感

(ten Brummelhuis et al., 2021)等, 但也使员工在生

产力和连通性方面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在这种期

望之下, 为了给主管、同事和客户留下更好的印

象, 员工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必要随时与组织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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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Mazmanian et al., 2013), 并将其视为良好表

现的标志(王海江 等, 2021)。然而, 对工作相关信

息的过度关注可能会给员工带来消极而不是积极

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想要持续与工作活

动保持联系的心理状态,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

提出了职场通讯压力(workplace telepressure)的概

念, 并将其定义为员工想要通过 ICT 快速回复工

作消息的专注和冲动, 它是与日益频繁的 ICT 互

动相伴随而生的独特心理体验。 

近些年来, 对职场通讯压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增进了对于员工为什么在工作时间优先考虑 ICT

消息, 甚至在非工作时间也倾向于通过 ICT 与工

作活动保持联系的理解 (如 Barber & Santuzzi, 

2015; Grawitch et al., 2018); 对作用后果的研究则

揭示了职场通讯压力对员工心理健康、工作及生

活领域的消极影响(如 Santuzzi & Barber, 2018; 

Barber et al., 2019)。鉴于职业健康在维持积极组

织成果(如工作绩效; Wright & Cropanzano, 2000)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高职场通讯压力下的员工

可能会为了实现尽可能快的响应速度而牺牲工作

质量(Barber & Santuzzi, 2015), 因此对职场通讯

压力的探讨对于帮助管理者了解如何在使用 ICT

进行职场互动的情况下改善工作设计, 维护员工

的健康和福祉, 帮助组织实现高质量工作成果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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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ICT 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各个组织

中, 组织成员通过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移动

办公软件就可以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任务, 这意味

着我国的员工群体也可能正面临着巨大的职场通

讯压力和职业健康危机。然而, 学术界对该现象

缺乏应有的重视。在 ICT 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 

员工何时会经历职场通讯压力？职场通讯压力又

是为何会对员工的职业健康带来消极影响？在这

些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积极结果？现有研究对上述

问题的探讨较为零散, 缺乏对职场通讯压力的成

因及其影响路径的系统性认识。另外, 职场通讯

压力是将 ICT 使用与消极的职业健康结果连接起

来的重要内在心理机制(Kao et al., 2020), 对职场

通讯压力相关研究的系统性梳理将有助于丰富现

有研究对 ICT 使用后果的认识。 

鉴于此, 本文在回顾近些年来国内外相关文

献的基础上, 基于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界定, 使

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D-R; Demerouti et al., 

2001)作为理论框架来区分不同类型的 ICT 使用：

作为工作要求和资源的 ICT 使用, 并进一步讨论

员工将 ICT 相关的工作要求视为挑战性/阻碍性的

倾向; 探讨个体因素作为个人要求/资源对职场通

讯压力产生的影响。在作用结果上, 本文结合努

力−恢复模型(Meijman & Mulder, 1998), 探讨了

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经历的职场通讯压力对员

工身心健康及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影响。以上工作

有助于在 ICT 使用后果的讨论中, 帮助研究者们

全面地了解职场通讯压力这一新的内在心理机制, 

并推动基于实证的干预手段, 以减少 ICT 带来的

职场通讯压力或缓解职场通讯压力带来的负面影

响, 帮助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 

2  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界定 

2.1  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来源 

职场通讯压力是伴随着 ICT 在工作中的广泛

应用而产生的。以 ICT 为媒介的职场互动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 因此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地点的

安排上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控制感。然而, 自主

性悖论指出, 虽然这种灵活性和控制感增强了员

工在工作中的自主权, 但 ICT 带来的便利性催生

出一种普遍的规范：员工被期望通过 ICT 持续与

工作相关活动保持联系, 以满足主管、同事和客

户的需求。即使在非工作时间, 员工也可能经常

觉得需要通过 ICT 回复与工作有关的消息。为了

描述这种想要立即回复工作相关消息的心理状态,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提出了职场通讯压力

(workplace telepressure)的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员

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 ICT 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

紧迫性。 

职场通讯压力的本质是压力(Grawitch et al., 

2018), 但又与广义的工作压力有所不同。它是与

ICT 互动带来的工作−家庭界限模糊相伴随着的, 

是由工作任务之外的额外的响应要求带来的, 是

员工在工作环境中因对 ICT 的日益依赖而产生的

独特压力体验(Barber & Santuzzi, 2015)。它与技

术压力(technostress)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 技术压

力开始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广泛应用(Tarafdar et al., 2020), 

而职场通讯压力则源自于技术进一步发展后的

ICT 时代, 主要关注 ICT 被用于及时响应工作消

息的用途。 

2.2  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内涵与测量方法 

职场通讯压力是员工想要通过 ICT 对工作相

关的消息做出快速响应的专注和冲动(Barber & 

Santuzzi, 2015)。根据概念定义, 职场通讯压力包

括专注和冲动两个关键组成要素 , 二者缺一不

可。首先, 专注指的是持续思考“那条未回消息”

的状态, 或因未回复的消息烦心而忽略其他活动

而产生的心境, 表现为员工在收到工作相关的消

息时, 很难全身心地做其他事情, 直到回复消息

后才能将精力重新投入到工作任务或日常活动

中。其次, 冲动体现的是员工不愿对工作消息置

之不理, 而是在收到消息后想要立刻回复的强烈

愿望, 表现为员工可能会经常检查未读消息并在

第一时间回复。另外, 职场通讯压力关注的是 ICT

背景下员工的心理体验, 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表现, 

由此可将职场通讯压力与 ICT 相关的行为(如, 非

工作时间工作连通行为)进行区分。例如, 员工在

非工作时间使用 ICT 工作或与上司、同事、客户

保持联络的行为, 并不在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范

围内。 

根据职场通讯压力的专注和冲动这两个特点, 

Barber和 Santuzzi (2015)开发了通讯压力 6 条目量

表。各条目中没有使用包含情感(焦虑、担心等)

或行为(即回复消息)的表述, 以确保量表条目仅

反应了对消息的专注和回应冲动。该量表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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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职场通讯压力的唯一工具, 在多个实证研究

中得到使用并且信效度良好(Cambier & Vlerick, 

2020; Kao et al., 2020)。 

2.3  易混淆概念的对比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职场通讯压力的内涵 , 

将其与相关易混淆概念作进一步的区分是十分

必要的。 

(1)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当员

工出于对错过职业机会的担心, 即职场错失恐惧

(workplace FoMO), 而对工作信息产生强烈的保

持“知情”的愿望时(Przybylski et al., 2013; Budnick et 

al., 2020), 会在行为上体现为 ICT 使用的增加, 

这与职场通讯压力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然而

FoMO 程度高的人使用 ICT 是出于了解其他人在

做什么的目的; 职场通讯压力高的个体对工作相

关消息予以高度关注, 则是为了满足其他人对得

到回应的期待, 以保持积极的职场社会关系。 

(2)工作狂(workaholic)。也叫工作成瘾, 指个

体过度努力工作的强迫性动力, 是一种相对稳定

的个体特质(Schaufeli et al., 2008)。工作狂和职场

通讯压力均涉及到与工作领域保持联系的冲动 , 

但工作狂是由不工作时感到的内疚和不安所促使

的, 具有思考和执行工作任务的强迫性, 且其行

为结果是工作任务的执行; 而职场通讯压力是为

了满足其他人对得到回复的期待, 行为结果体现

在更具体的基于信息的 ICT 使用上, 其重点是回

复工作相关消息, 而不是实际执行工作任务。 

(3)工作投入(job engagement)。指个体与工作

相关的积极、充实的情绪与认知状态, 包括活力、

奉献和专注三个方面(Schaufeli et al., 2002)。工作

投入与职场通讯压力有类似的行为表现, 即保持

与工作相关活动的联系。工作投入是由员工在工

作时体验到的满足感所激发的, 他们对工作相关

活动的专注和奉献是出于内在的享受; 而经历职

场通讯压力的员工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工作要求。 

(4)工作反刍(work-related rumination)。指员工

“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通常为下班后或休闲时

间等非工作时间), 有意识地、重复产生与工作相

关的想法” (Cropley & Zijlstra, 2011; 张晶  等 , 

2020)。工作反刍与职场通讯压力的专注维度均强

调对工作相关消息进行持续思考, 并且有可能会

忽略其他活动。工作反刍是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主

动进行的, 但难以主动抽离; 而职场通讯压力的

专注状态是因收到工作相关的消息而产生的, 员

工可以通过回复消息而主动地回到原先的活动中

(包括工作任务或日常活动), 并且在工作和非工

作时间都有可能发生。 

3  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工作要求−资
源模型(JD-R)的视角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在提出职场通讯压

力这一概念时, 就根据 JD-R 将其界定为对 ICT 响

应要求的反应, 而这种与工作消息相关的 ICT 要

求往往是由 ICT 在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带来的。随

后研究对于职场通讯压力预测因素的探讨多遵循

这一思路, 从 JD-R 的视角进行分析(如 Cambier & 

Vlerick, 2020; Page et al., 2021)。 

JD-R (Demerouti et al., 2001; Bakker & 

Demerouti, 2017)认为, 所有类型的工作特征都可

以归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 工作要求需要个体

持续的身体和/或心理上的努力, 工作资源则有助

于员工实现工作目标、降低工作相关的生理和心

理成本。在影响效果上, 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分

别具有健康损害作用和激励作用, 并对工作绩效

产生消极和积极的影响。在上述影响效果中, 高

工作资源可以缓解工作要求对员工的健康损害 ; 

高工作要求则会增强工作资源对员工的激励作

用。除了这些工作特征, 个人资源(如自我效能感)

也可以被视为资源, 与工作资源发挥着类似的作

用; 个人要求(如工作狂、完美主义、神经质)也可

能同理。 

进一步地, 一些学者将工作要求区分为阻碍

性工作要求和挑战性工作要求, 认为工作要求不

仅会导致健康损害, 还有可能起到激励作用。阻

碍性工作要求是指工作中干扰或抑制个人实现目

标的限制, 会损害员工健康并且不具有激励作用; 

挑战性工作要求虽需要个体付出努力, 但却可能

促进员工个人成长和成就, 在导致健康损害的过

程中 同时 起 到激 励作 用 (LePine et al., 2005; 

Podsakoff et al., 2007; Crawford et al., 2010; Bakker 

& Demerouti, 2017)。 

另外, 工作要求、资源和员工福祉之间还存

在着反向因果效应。受到激励的员工可能会采取

工作重塑(Job Crafting;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Tims & Bakker, 2010), 创造出更多的资源, 

进而带来更加高的激励水平; 而工作压力大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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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能表现出自我破坏行为 (Self-undermining; 

Bakker & Costa, 2014), 进一步导致更加高水平的

工作要求, 以及更大程度的工作压力。 

3.1  ICT 的使用伴随着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ICT 使用对员工而言是

有利有弊的。一方面, ICT 使员工能够更自主地决

定何时何地工作(Kossek et al., 2006); 另一方面, 

ICT 的连接便利性使员工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因

而带来更大的工作量、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模

糊的工作−非工作界限(Mazmanian et al., 2013)。

因此, 工作中的 ICT 使用既是工作资源也是工作

要求(Day et al., 2010, 2012)。当员工将 ICT 使用

与工作任务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联系起来时, 他们

可能会将其视为工作资源; 相反, 当与更大的工

作量和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更难实现的工作脱离

联系起来时, 他们可能会将其视为一种工作要求

(Peters et al., 2009; Demerouti et al., 2014)。van 

Laethem 等人(2018)就曾在研究中提出, 如果员工

认为工作时需要频繁通过 ICT 回复消息是一种负

担, 就会将其视为工作要求, 并感受到职场通讯

压力; 而如果认为这可以增加他们的自主性、灵

活性, 则会将其视为资源, 实现更高的工作投入。 

3.2  职场通讯压力的预测因素：工作要求与个人

要求/资源  

3.2.1  与 ICT 相关的工作要求对职场通讯压力的

预测作用 

在 ICT 广泛应用的工作环境中, 当员工将其

视为工作要求时, 就容易因此体验到职场通讯压

力。职场通讯压力代表了员工对 ICT 使用相关要

求的内化(Barber & Santuzzi, 2015), 包括工作超

负荷、对工作要求的控制、社会规范(连通性期望

和响应性期望)三个方面(Grawitch et al., 2018)。工

作中的超负荷包括工作量超负荷和技术超负荷等, 

当员工的工作量过多或技术的进步导致更高的工

作要求时(Wang et al., 2008), 员工会体验到更高

的职场通讯压力(Barber & Santuzzi, 2017; Grawitch 

et al., 2018)。对工作要求的控制感也会影响员工

的通讯压力体验(Grawitch et al., 2018), 那些不能

控制自己对 ICT 的使用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需

要立即回复消息, 因而可能会体验到更多的压力

感(Hair et al., 2007)。另外, 在 ICT 广泛使用的背

景下, 组织希望员工能随时保持联系并快速响应, 

这种组织期望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是由 ICT 使用

带来的超出常规工作量的额外工作要求(Barber & 

Santuzzi, 2015), 会使员工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摆脱

工作活动(Ragu-Nathan et al., 2008), 并导致较高

的职场通讯压力(Barber & Santuzzi, 2015, 2017; 

Grawitch et al., 2018)。 

进一步地, 一些学者发现, 相比于阻碍性工

作要求, 职场通讯压力更多的是对挑战性工作要

求的反应(Santuzzi & Barber, 2018; Barber et al., 

2019; Baumeister et al., 2021), 也就是说, 员工更

倾向于将上述 ICT 相关的工作要求视为挑战性

的。Santuzzi 和 Barber (2018)的研究发现, 职场通

讯压力与工作投入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表明上述

这些具有挑战性的 ICT 工作要求在导致职场通讯

压力的同时, 也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投入水平。 

3.2.2  与 ICT 相关的个人要求/资源对职场通讯

压力的预测作用 

虽然外部因素在导致职场通讯压力的产生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员工

个体因素解释的(Grawitch et al., 2018), 并且这些

个体因素可以分为个人要求和个人资源两大类。 

神经质、工作狂、自我调节等个人特质反映

了导致职场通讯压力的个人要求。首先, 在大五

人格中, 神经质是重要的预测因素, 神经质水平

较高的员工更容易产生焦虑感和在某种情况下冲

动行事的倾向(如急于回复电子邮件), 更容易体

验到通讯压力; 外倾性及尽责性也与职场通讯压

力有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因为外倾性的员工往往

更善于交际, 为了寻求社会联系, 他们会觉得有

必要快速回复他人的信息, 尽责性的员工则注重

工作目标的实现, 也倾向于对工作相关消息做出

快速回应, 由此更容易感受到高水平的通讯压力

(Barber & Santuzzi, 2015, 2017; Grawitch et al., 

2018)。其次, 工作狂作为一种过度努力工作的强

迫性动力, 是由他们在不工作时感到的内疚和不

安所激励的 , 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个人要求

(Bakker & Demerouti, 2017), 具有工作狂特质的

员工会将超越组织期望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 

产生对工作相关的 ICT 要求的关注和回应的冲动, 

导致更高水平的职场通讯压力(Barber & Santuzzi, 

2015; Grawitch et al., 2018)。再次, 员工的气质性

自我调节与遵循工作要求以持续实现目标的高动

力有关, 使员工更倾向于关注 ICT 相关的角色预

期 , 从而加强组织期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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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 et al., 2020)。另外, 员工的错失恐惧(对错过

与工作机会相关信息的担忧)及公我意识(关注自

己在职场中留给他人的印象)也与职场通讯压力

显著正相关(Barber & Santuzzi, 2015, 2017)。 

高自控力和边界管理策略反映了缓解职场通

讯压力的个人资源。员工的自我控制能够帮助他

们抑制想要尽快回复信息的冲动(Maloney et al., 

2012), 从而感受到更少的通讯压力 (Barber & 

Santuzzi, 2017; Grawitch et al., 2018); 分割型的边

界管理策略则使员工在工作和生活领域之间构建

物理、时间或心理边界, 以保持工作和生活角色

的分离, 缓解职场通讯压力(Page et al., 2021), 并

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Hu et al., 2019)。 

除此之外, 员工的职场通讯压力在性别、婚

姻状况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 (Grawitch et al., 

2018)。其中, 性别的差异更为明显, 相比于男性, 

女性员工更容易感受到较高的职场通讯压力; 已

婚者可能比未婚者体验到更多的职场通讯压力 , 

尽管这种差异较小。这可能与社会现状有关, 即

女性和已婚员工都面临着更多的家庭责任, 他们

要同时承担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职责, 因此当技术

带来的工作要求增加时, 他们能够被用于应对的

资源更少, 更容易感受到来自工作的压力。 

4  职场通讯压力的后果：JD-R 的损害
路径与努力−恢复模型相结合 

根据 JD-R, 职场通讯压力存在于健康损害路

径中, 会对员工产生消极影响(如 Hu et al., 2019; 

Gillet et al., 2022)。努力−恢复模型(Effort-Recovery 

Model; Meijman & Mulder, 1998)的观点是与之相

契合的, 它认为员工为了应对工作要求而付出的

努力会消耗个人资源, 从而导致压力反应, 而恢

复活动则有助于缓解压力反应。员工在工作与非

工作时间都可以通过恢复活动获得资源补充, 如

工作时间内在任务间隙休息, 在非工作时间内与

工作活动相脱离等; 当恢复活动受阻时, 员工持

续暴露于高工作要求和不完全的恢复中, 会导致

压力反应的累积, 最终带来慢性健康损害(Geurts 

& Sonnentag, 2006)。 

4.1  职场通讯压力促进 ICT 响应 

高职场通讯压力员工为了应对工作要求而努

力后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了基于 ICT 的响应行为, 

体现在响应延迟时间更短和回复更频繁两个方面

(Barber & Santuzzi, 2015, 2017), 不过 Cambier 和

Vlerick (2020)却发现职场通讯压力仅与回复数量

呈正相关, 与回复延迟无显著关联。在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研究的基础上, van Laethem 等人

(2018)进一步区分了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内的 ICT

使用 , 发现经历高水平职场通讯压力的员工在

任何时间都会更频繁地通过 ICT 参与工作相关

活动。 

4.2  职场通讯压力使恢复活动受阻 

为了在任何时间都更快速地回应 ICT 消息, 

高职场通讯压力下的员工难以在工作间隙或非工

作时间内获得与工作心理脱离的机会, 即不考虑

工作和工作相关事件(Sonnentag & Fritz, 2007), 

导致恢复活动受阻。多项研究强调了职场通讯压

力会导致较低的心理脱离 (Barber & Santuzzi, 

2015; Santuzzi & Barber, 2018; Barber et al., 2019), 

这可能是由高通讯压力带来的 ICT 沟通增加导致

的(Cambier et al., 2019); 也可能是因为高通讯压

力增强了工作相关的 ICT 沟通与心理脱离之间的

负相关关系, 使得员工即使在下班后也无法从精

神上脱离工作(van Laethem et al., 2018)。 

在工作时间内, 面对频繁的、随时发来的 ICT

消息, 高通讯压力员工倾向于优先对其进行回应, 

使得当前活动被迫中断(Delanoeije et al., 2019)。

工作任务频繁中断会浪费大量的有效工作时间

(Gupta et al., 2013), 迫使员工在更短的时间里完

成更多的工作量(Keller et al., 2020; Stich et al., 

2019), 减少员工在任务间隙与工作脱离的机会 , 

阻碍资源恢复。 

在非工作时间接收到消息时, 高通讯压力员

工更可能中断个人或家庭活动以通过 ICT 执行工

作相关的任务(Barber & Santuzzi, 2015; Hu et al., 

2019), 这种跨边界行为会导致对个人和家庭生活

的干扰(Stich et al., 2019), 减少员工在非工作时

间内与工作保持心理脱离的机会 (Page et al., 

2021), 使员工难以参与恢复性活动来获得休息。

现有研究对员工恢复性活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恢

复性睡眠上(Barber & Santuzzi, 2015; Grawitch et 

al., 2018; Santuzzi & Barber, 2018; Barber et al., 

2019; Cambier et al., 2019; Hu et al., 2019)。职场通

讯压力对恢复性睡眠的破坏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更差的睡眠质量(Hu et al., 2019)、更少的睡眠时间

(Barber & Santuzzi, 2015)、不规律睡眠(Bar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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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uzzi, 2017; Santuzzi & Barber, 2018)。Hu 等人

(2019)通过探究职场通讯压力对员工健康结果负

面影响的潜在机制, 发现通讯压力通过减少员工

的心理脱离或增加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对工作相关

活动的响应行为(如牺牲睡眠时间应对工作要求), 

间接导致了更差的睡眠质量和更少的睡眠时间。 

4.3  职场通讯压力的慢性损害结果 

持续暴露于高工作要求和不完全的恢复会导

致员工压力反应的累积 (Geurts & Sonnentag, 

2006), 这种影响特别来自于非工作时间的恢复受

阻。在非工作时间内, 随时发来的工作相关消息

使高通讯压力员工不断在工作和家庭任务之间切

换 (Tedone, 2022), 心理和身体资源不断被消耗

(Day et al., 2012), 在恢复受阻的情况下进一步损

害员工获得资源补充的能力 (Demerouti et al., 

2009), 引发工作倦怠(Hu et al., 2019; Santuzzi & 

Barber, 2018; Barber et al., 2019; Kao et al., 2020; 

Page et al., 2021)以及更强烈的压力感受(Hu et al., 

2019; van Laethem et al., 2018; Page et al., 2021), 

并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Barber et al., 2019)。但值

得一提的是, 职场通讯压力本身也可能直接导致

员工压力增加(Barber & Santuzzi, 2017), 激化工

作−家庭冲突进而导致倦怠(Page et al., 2021)。 

此外, 在高职场通讯压力下, 恢复活动受阻

还会进一步在家庭生活领域和工作表现两方面对

员工带来不利影响。在员工家庭生活领域上, 一

方面, 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内响应工作消息会占用

家庭活动的时间和注意力 , 阻碍家庭角色参与 , 

增加工作−家庭冲突(Gadeyne et al., 2018; Kao et 

al., 2020; Page et al., 2021)或降低工作−生活平衡

(Grawitch et al., 2018), 并导致较低的幸福感

(Barber & Santuzzi, 2017; Barber et al., 2019)。另

一方面, 职场通讯压力带来的压力体验或者由恢

复活动受阻带来的压力感也会进一步激发员工的

工作−家庭冲突(Page et al., 2021)。在工作表现方

面, 目前研究的探讨比较少, 只关注到了与健康

相关的缺勤、出勤主义(Barber & Santuzzi, 2015; 

指的是员工在身心状况不佳而无法专心工作时还

依旧要照常上班的情况)和网络闲逛行为(Stich et 

al., 2019; 苏靖璇 等, 2021)。 
 
 

 
 

图 1  现有研究进展(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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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未来研究展望(来源：作者根据文献整理而成) 

 

5  未来研究展望 

回顾现有研究, 我们能够从 JD-R 理论的视角

全面了解职场通讯压力的预测因素, 并结合努力

−恢复模型梳理其影响结果(如图 1 所示)。然而当

前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仍然值得关注, 本文从以

下四个方面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并提出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如图 2 所示)。 

5.1  完善职场通讯压力的概念界定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目前学

者们统一沿用的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对职场

通讯压力的定义 , 在概念界定上仍存在以下问

题。首先, “工作相关消息”的涵盖内容不明确。鉴

于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曾提出员工想要快速

回应工作消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职场中的印象管

理, 以此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 并且快速响应确

实会让沟通的另一方体验到更密切的社会联系

(Templeton et al., 2022), 因此应当关注 ICT 响应

在人际联系方面的表现, 明确区分工作任务相关

的和工作中人际相关的消息。由于 ICT 互动的增

多伴随着员工与同事的面对面沟通减少, 导致员

工从工作中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变窄。这可能会

促使员工积极主动地通过 ICT 与同事或上级保持

联系, 以获得与工作有关的社会支持以及更好的

工作体验(Collins et al., 2016)。在职场社会支持的

相关研究中, 员工往往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社会

支持：一是就工作问题进行沟通, 寻求他人的建

议或帮助 , 以便完成工作任务 (即工具性支持 ); 

二是出于社交需求与他人进行交流, 以获得来自

同伴的倾听、关心和兴趣 (即情感性支持 ) (如

Collins et al., 2016; ten Brummelhuis et al., 2021)。

员工对工作任务相关消息和人际相关消息的响应

冲动有何区别？通讯压力的这两种不同角度可能

会在结果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将概念中的

“工作相关消息”区分为工作任务相关的和工作中

人际相关的, 可能有助于前因及后果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 

其次 , 体现快速响应性的响应延迟指代不

明。响应延迟指代的时间区间是消息的已读时刻

到被回复时刻, 还是收到时刻到被回复时刻, 这

仍然是比较模糊的, 这种分歧不但会影响研究中

对响应延迟的测量方法, 还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研

究结果。Barber 和 Santuzzi (2015)的研究虽发现职

场通讯压力与电子邮件的响应延迟时间更短和回

复更频繁两个方面有关, 但在 Cambier 和 Vlerick 

(2020)的研究结果中 , 职场通讯压力与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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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延迟无关。这可能是因为前后两项研究在测

量响应延迟时选取了不同的时间区间。因此, 明

确响应延迟指代的时间区间是必要的, Cambier 和

Vlerick (2020)建议未来研究应当用消息的已读时

刻到被回复时刻之间的持续时间来评估响应延迟。 

另外, 虽然 Barber 和 Santuzzi (2015)已经指

出职场通讯压力是对与工作相关的 ICT 要求的反

应, 但本文中进一步提到的职场通讯压力是对挑

战性 /阻碍性工作要求的反应多是现有研究根据

JD-R 理论做出的逻辑推导 , 目前还没有实证证

据。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经历高职场

通讯压力的员工是否将 ICT 沟通视为一种挑战性/

阻碍性工作要求, 并将其与工作量增加和工作时

间延长联系起来(van Laethem et al., 2018); 以及

在哪种情况下 ICT 沟通会被视为挑战性工作要求, 

以在导致高职场通讯压力的同时起到激励作用

(Baumeister et al., 2021)。 

5.2  职场通讯压力的预测因素研究有待深入 

目前研究对职场通讯压力的预测因素探讨不

足, 未来研究可更多围绕工作要求/资源及个人要

求/资源方面展开。 

在工作要求及资源上, 以下 5 点是值得考虑

的。第一, 时间的社会规范在跨文化的研究中应

该特别被重视。在低语境文化(主要是西方国家)

中, 时间被视为一种稀缺品, 人们更容易体验到

在有限时间内采取行动以完成工作任务的压力 ; 

而在高语境文化(如中国、印度)中, 时间不那么容

易带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压力, 人们不太会因

为时间的稀缺性而体验到相关的压力(Eldor et al., 

2017)。因此不同文化对于是否需要对工作消息进

行快速响应的看法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在将职场

通讯压力研究推广到不同文化背景时应考虑到时

间社会规范这一因素。第二, 未来研究应关注到

工作特征或组织特征, 因为快速的响应时间能帮

助员工在客户导向的工作中(如咨询和销售)获得

好的结果, 这些岗位上的员工可能更容易感受到

职场通讯压力; 而那些与响应要求无关的岗位则

不太容易受到影响(Barber & Santuzzi, 2015)。第

三, 领导者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员工的职场通讯压

力。预期违背理论 (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EVT; Burgoon & Hale, 1988)认为, 人际互动中的

信息接收者会对信息发出者有预设的行为期待 , 

如果对方的行为违背了这个期待, 接收者就有可

能会对传播者的期待违背给出负面评估并做出反

应。在基于 ICT 的职场互动中, 长时间的响应延

迟或沉默有可能被视为违反期望的行为。结合领

导−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LMX; Graen et al., 1982), 相比于“圈外”成员, “圈

内”成员与领导有着更高质量的交换关系 , 同时

也承受着来自领导的对响应行为的更高期待。

Kalman 和 Rafaeli (2011)的研究发现, 对于被寄予

高期待值的候选人来说, 长时间的响应延迟和沉

默对候选人的印象有负面影响; 而被寄予低期待

值的候选人则不受影响。因此“圈内”成员的响应

延迟, 作为一种期望违背行为, 更有可能导致领

导的负面评价。相比于“圈外”成员, 那些被寄予高

期望值的“圈内”成员承担着可能失去组织内优势

位置的风险, 为了迎合领导的预期, 他们可能会

经历更高的职场通讯压力, 即高 LMX 有可能会

增加员工的职场通讯压力。第四, 未来研究还应

关注个人−团队的时间焦点匹配。随着远程办公和

虚拟团队的日益普遍, 员工个人和其所在团队之

间的配合变得很重要, 由于团队中的成员可能具

有不同的时间焦点特征, 当个人对时间的感知与

所在团体成员的感知相匹配时, 他们可能更少受

到来自集体环境的限制, 较少地体验到职场通讯

压力(Jansen & Kristof-Brown, 2006; Eldor et al., 

2017)。第五, 任务量过低可能也会导致职场通讯

压力。当任务量未能达到员工的期望时, 他们可

能会担心自己被排除在重要的沟通之外, 错失重

要的工作相关信息(Stich et al., 2019), 因此会更

加渴望与工作保持联系, 导致较高的职场通讯压

力(Stich et al., 2019)。 

在个人要求及资源方面 , 员工的 ICT 焦虑

(Wang et al., 2008)可能作为个人要求增加员工的

职场通讯压力; 而员工自尊(Hair et al., 2007)、管

理负面情绪的自我效能感(Liu et al., 2021)等个体

特质作为重要的个人资源, 可能减少职场通讯压

力的产生。此外, 员工对时间的主观看法也可能

是重要的个体因素, 关注当下的员工可能会将响

应消息的时间紧迫性视为对当前任务的干扰; 关

注未来的员工则认为其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

(Eldor et al., 2017), 因而可能体验到不同水平的

职场通讯压力。 

5.3  职场通讯压力的作用效果研究有待深入 

目前研究对于职场通讯压力作用结果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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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 当前研究多关注电子

邮件的响应行为, 然而随着全球疫情推动数字化

工作强度大幅度增加, 员工的工作也不局限于某

个单一平台或软件, 进行工作沟通的渠道更是不

仅限于电子邮件(Marsh et al., 2022), 例如在中国, 

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移动办公软件就是许多

企业正在使用的工作交流工具。 Cambier 和

Vlerick (2020)因此提出, 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同时

测量多个 ICT 沟通平台, 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职场

通讯压力与员工信息响应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

的是, 对 ICT 消息的响应不一定是衡量工作表现

的最好指标, 未来研究还有必要探讨职场通讯压

力对员工中心工作任务的完成质量和效率的影响

(Barber & Santuzzi, 2015)。 

其次, 根据 JD-R, 经历着工作压力的员工会

通过自我破坏行为感知并制造更高的工作要求

(Bakker & Costa, 2014), 进而体验到更大程度的

工作压力 , 带来螺旋式的资源损耗 (Bakker & 

Demerouti, 2017)。Demerouti 等人(2004)的纵向研

究体现了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因此, 经历着职场

通讯压力的员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感知并制

造出更高的 ICT 相关要求, 进而经历更加高水平

的职场通讯压力, 未来对职场通讯压力采用纵向

研究来检验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将有助于揭示其长

期且深远的影响效果。 

5.4  探究职场通讯压力的应对策略 

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干预原则与应对一般工作

压力的方法有所不同。由于高通讯压力员工随时

都有可能需要对不可预测的工作信息作出反应 , 

因此他们不能像应对一般工作压力那样自主选择

恢复活动的时间(Gillet et al., 2022), 如在倍感压

力时选择不考虑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或心无旁骛地

学习一项新技能。如此这般不能与工作活动相脱

离使员工消耗的资源难以得到恢复(Barber et al., 

2019)。 

因此, 依照努力−恢复模型的观点, 组织帮助

员工应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关键就在于增加员工心

理 脱 离 的 可 能 性 和 参 与 恢 复 活 动 的 机 会

(Richardson, 2017)。根据 Milligan 及 Turner 等人

的文章(引自 Richardson, 2017), 目前已经有一部

分组织正在做出改变, 对何时可以或不可以发送

电子邮件做出了限制, 以保护他们的非工作时间

不被工作消息侵占。不过, 组织采取的这些干预

措施是否有效, 还需要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研究对干预对策进行实证检验, 

仅 Rogers和 Barber (2019)曾以大学生为实验对象, 

考察了睡眠和技术教育干预对减轻与通讯压力相

关的负面结果的作用。该研究中的干预方法虽然

没有表现出明显作用, 但迈出了对通讯压力进行

干预研究的第一步。对职场通讯压力进行干预研

究, 对于保护员工身心健康, 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LePine et al., 2005)。 

首先, 与 ICT 消息响应相关的组织规范应该

更加明确。组织可以制定与 ICT 使用相关的政策

来明确组织对响应时间的期望是什么, 或鼓励工

作团队独立制定响应期望协议(Barber & Santuzzi, 

2015), 并说明不立即回应是否有直接的负面后果, 

如被上级训斥、较低的绩效考核评分等(Page et al., 

2021), 从而减少无效沟通和不必要的持续连接 , 

鼓励员工在家庭领域中专注家庭活动以恢复在工

作中被消耗的资源。其次, 营造家庭支持型组织

氛围可能有助于使员工获得更多的组织对员工家

庭生活的支持, 以缓冲职场通讯压力的负面影响

(如工作−家庭冲突; Witt & Carlson, 2006)。 

除了组织自上而下地改变工作设计之外, 员

工也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来主动地优化他们

的工作环境(Demerouti et al., 2015)。根据前述的

JD-R 模型, 激励路径中存在着以工作重塑为机制

的资源获得的正向螺旋过程。工作重塑作为员工

为平衡工作要求和资源与个人能力和要求而做出

的主动改变, 是将工作特征与工作结果联系起来

的重要的机制(Tims & Bakker, 2010)。通过工作重

塑, 员工可以主动增加工作资源和挑战性工作要

求, 并减少阻碍性工作要求(Tims & Bakker, 2010; 

Petrou et al., 2012), 这会给工作环境带来积极的

改变 , 增加员工的工作投入(Petrou et al., 2012; 

Tims et al., 2013; Demerouti et al., 2015; Vogt et al., 

2016), 减少工作要求的消极影响 (Tims et al., 

2013)。在未来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干预研究中, 通

过激励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 推动资源获得螺旋, 

将可能有助于增加职场通讯压力的积极影响

(Bakker & Demerouti, 2017), 并减少员工的职场

通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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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pt reply: Workplace telepressure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era 

SUN Hui, XU Jie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Workplace telepressure (WPT) refers to the urgency experienced by employees when they strive 

to respond to their ICT-based work messages as soon as possible. Existing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PT in a scattered and unsystematic manner. Drawing on job demands-resources 

(JD-R) model and effort-recovery model, the present research discusses how ICT use as job demands and 

how individual factors as personal demands/resources predict the experience of WPT. Due to its 

impediments to recovery activiti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WPT on employee well-being and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are also discussed. By providing a complete picture of workplace telepressure,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our current knowledge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ICT use,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employee occupational mental health. 

Keywords: workplace telepressure (WP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job demands- 

resources model (JD-R), effort-recove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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